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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主要探讨在国家层面性别秩序和福利国家体制如何共同形塑儿童照顾政策，进而塑造儿童照顾模式。本文

结合埃斯平－安德森和南茜·弗雷泽、沃尔特·科比的分析框架，从性别角度构建了女性就业 /照顾关系的理念类型和现实模式，

从就业和照顾、“商品化”和“去家庭化”角度讨论女性和国家的关系，并依据福利国家体制，选择瑞典、法国、美国和韩国作为

现实模式来分析各国的儿童照顾政策。同时，运用量化和政策分析，讨论各国在收入补充、时间弥补与托育服务供给方面的状

况，并评估各国儿童照顾政策的特点。在此基础上，本文着重分析中国儿童照顾政策的历史、特点及其目前相对于其他国家在

分析框架中的位置，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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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how childcare policy is constructed i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government，gender order and the

welfare state and how this interaction shapes the model of childcare． It identifies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and practical models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men’s employment and care through a gender lens in reference to the frameworks developed by Esping，Fraser

and Kirby． At the same time，it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men and the state based on the interface of employment and care，

and“commercialization”and“defamiliamization”． In light of different types of welfare state，Sweden，France，the USA and South Korea

are selected for a further examination of their childcare policies． In an analysis of policies and practices in these countries，this study par-

ticularly compares the income subsidy，flexibility of time and daycare services in these countries so as to evaluat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ach country’s childcare policies and practice． In addition，this article also examines the history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hildcare policy in

China and its standing in comparison to these other countries so as to make policy recommendations．

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和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家

庭对于照顾的需求增加，而随着更多女性进入劳动力

市场从照顾者变为工作者［1］，照顾的供给减少，原有的

照顾供需呈现失衡状态，出现了所谓的“照顾赤字”或

者“照顾危机”［2］。这种照顾危机具有全球性和跨国

性，不仅因为国家、劳动力市场和家庭之间存在着制

度性分离( disjuncture) ［3］，更因为各个国家之间的相

互竞争，公民的权利建立在其经济活动的角色基础之

上［4］。各个国家照顾危机的具体状况，除了与国内的

政治和经济条件有关之外，也与其地理位置和经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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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在全球照顾链中所处的不同位置有关［5］。
世界各国，无论是在儿童照顾方面还是在老人

照顾方面，都可能面临照顾危机。但是两者有不同

的根源: 前者是照顾需求没有增加，而照顾供给在减

少; 后者是照顾需求在增加，而照顾供给在减少。虽

然从照顾的供需平衡来看，老人照顾危机可能更为

严重，但是由于儿童作为公共产品或者社会投资品

的特性，决定着国家未来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可持续

性，儿童照顾危机依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这

也是本文关注的重点。与其他国家相似，中国在儿

童照顾领域也面临着“儿童照顾危机”［6］。
许多国家的照顾危机，源于女性就业造成照顾

者减少进而导致照顾供需的失衡。与其他国家不

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社会主义建设，女性

的就业率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20 世纪 70 年代

末，中国的城市劳动年龄妇女就业的比例在 90% 以

上［7］，但是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平等和家庭内部的性

别平等没有并行，依然由女性承担照顾儿童的主要

责任。当时中国女性就已经面临工作和家庭的冲

突，只是由于城市的女职工享有“去家庭化”的福

利、农村女性有集体亲属和邻居等非正式照顾的支

持［7］［8］以及更多的儿童处于被“散养”的状态等，儿童

照顾需求似乎没有出现失衡，也没有出现所谓的儿

童照顾危机。改革开放以后，虽然女性的就业率受

儿童照顾等因素影响下滑①［9］［10］，但是和很多国家相

比还是处于高位②; 而由于计划生育限制了生育数

量，家庭对儿童照顾者数量需求并没有增加，但是对

照顾品质的需求却在不断提升［11］［12］，需要照顾者付

出更多的经济成本、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也就是

说，儿童照顾需求在增加，照顾的供给却在减少。一

方面，为了发展经济，国家逐步从城市福利体系中撤

出; 另一方面，伴随着全面市场化，原来由企业承担

的儿童照顾职能被剥离［13］。原有能够代替或者协助

女性成为儿童照顾者的国家和企业撤离，使得儿童

照顾的责任重新全部回归家庭。这时仅仅依靠家庭

本身，已经无法解决儿童照护供需失衡的问题，中国

开始面临明显的儿童照顾危机。
中国近年来出现的生育率极低、女性就业率下降

等现象，都与儿童照顾危机有着密切关系，而这些都

影响着国家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成为亟待解决的

社会问题。那么应如何解决儿童照顾危机呢? 其他

国家的相关研究表明，儿童照顾危机的照顾供需平衡

可以通过儿童照顾政策来重新实现［14］［15］(P83)。儿童照

顾状况受到家庭收入、父母时间、孩子数量等个体家

庭层面因素的影响，更受到儿童照顾政策等宏观因素

的影响，而且前者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后者的影响。
儿童照顾政策与性别及福利国家体制有着密切

的关系。首先，讨论儿童照顾的时候必须与女性的角

色一同探讨，因为女性承担着主要的照顾责任［15］(P83)。
其次，所谓福利国家体制指的是在总体福利产品生

产和提供方面，政府、市场和家庭之间的制度性分

工［16］。儿童照顾政策是国家提供的福利产品的一

部分，是嵌入国家福利体制中的。有什么样的国家

福利体制，就有什么样的儿童照顾政策。最后，福

利国家体制和性别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前者建

立在一定的性别秩序基础之上，原有性别秩序的坍

塌是现代福利国家面临危机的重要原因［15］(P83)。反

过来，福利国家体制不仅规范着生产体制，也规范

着性别体制。福利国家的税收和转移性所得，也塑

造着公众对性别角色的期待和规范［17］。
那么，中国儿童照顾政策的现状如何? 这一现

状是如何形成的? 对于中国现在的儿童照顾危机有

着怎样的影响? 中国的儿童照顾危机是否有可能通

过儿童照顾政策得到某种程度的缓解? 本文首先试

图从国际比较研究的角度，以性别化福利国家体制

分析框架为基础，在构建女性照顾 /就业关系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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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根据世界银行估算的数据，1990 年中国 15 岁以上的女性就业率为 71． 56%，2000 年为 68． 97%，2010 年为 61． 29%，2019
年为 58． 23%，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就业率方面，中国提供的数据高于世界银行的估算值，2000 年、2016 年、2018 年分

别为 75． 32%、69． 18%、67． 66%，但是女性就业率整体下降的趋势是一致的。参见 World Bank，World Ｒevelopment Indi-
cators，http: / /databank． wordbank． org，2020。
中国的女性就业率虽然整体趋势在下降，但仍然处于高位。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9 年中国的女性就业率为

58． 32%，而欧美各国中女性就业率一直排在前列的北欧国家瑞典为 57． 15%。



类型和现实模式的分析框架之后，从女性劳动力“商

品化”和女性儿童照顾“去家庭化”两个维度，讨论

不同福利国家儿童照顾政策的形成和现状，然后探

讨中国儿童照顾政策的形成和现状，最后在借鉴其

他国家儿童照顾政策的基础上，对中国儿童照顾政

策的未来发展提出可行性建议，以缓解中国目前面

临的儿童照顾危机。
一、核心概念: 儿童照顾政策

儿童照顾政策是国家对儿童照顾的介入，早在

19 世纪末期的法国等欧洲国家就开始实行。当时

欧洲各国正在经历工业化和城市化，恶劣的工作条

件和生活条件带来了婴儿高死亡率和普遍贫困。为

了保护儿童，政府第一次介入了原本囿于家庭的儿

童照顾，内容除了普及育儿知识、提供医疗和生育协

助之外，还包括发放各种津贴、出台产假政策，因为

他们认为，婴幼儿高死亡率的主要原因不是贫困，而

是母亲不得不外出工作从而对孩子疏于照顾以及恶

劣的生活条件［18］(PP38－39)。随后禁止使用童工的立法

和义务教育制度出台。1942 年英国《贝弗里奇报

告》明确提出，国家要为家庭提供养育子女津贴，改

变了由家庭独立承担儿童照顾职能的历史传统［19］。

国家介入儿童照顾有不同的理论基础。第一种

理论是从儿童权利保障的维度出发，强调儿童受照

顾权是儿童权利的基础性组成部分［20］，比如联合国

于 1959 年颁布的《儿童权利宣言》以及于 1989 年颁

布的《儿童权利公约》。第二种理论是把儿童视作

( 准) 公共物品，因为儿童未来成为劳动人口时提供

的产品和纳税以及提供的养老、医疗等服务并非只

有父母能够享受，而是所有公民都可以享受［21］。现

在由全社会共同照顾儿童，未来儿童才有可能照顾

需要照顾的人，保证经济的整体运行和社会保障制

度的持续［22］。第三种理论是把儿童视为社会投资

品，资源的均等化是未来劳动生产力最优化的基

础［23］。国家有责任确保儿童获得机会平等和生活机

会的均等，减少儿童家庭背景对儿童人力资本提升

的影响，打破贫困和社会不平等的代际循环。
无论是从儿童本身还是国家未来的发展看，国

家介入儿童照顾都是应该且必需的。本文讨论的儿

童照顾 政 策 指 的 是 由 非 特 定 部 门 所 提 供，对 象

为 0－6岁的正常儿童，其主要内容包括托育服务、儿
童经济安全措施以及和双亲相关的现金给付、亲职

假以及照顾假等项目［24］。也就是说，儿童照顾政策

主要分为收入补充、时间弥补以及托育服务三个维

度。其中收入是指家户中的个人在暂时退出劳动市

场之际获得就业收入的补偿; 时间是指如何使家户

中的男女得以在儿童成长时期暂时退出劳动市场，

进而获得照顾儿童的时间; 托育服务的提供者包括

国家、社区、市场以及家庭［25］。儿童照顾政策是福利

体制的一部分，涉及不同福利体制的设计，而福利体

制背后都存在对家庭性别关系和整个社会性别秩序

的预设。
二、分析框架: 性别和福利国家体制

埃斯平－安德森( Gsta Esping-Anderson) 构建的

福利国家体制( welfare regime) 讨论的是国家在总体

福利产品生产和提供上，政府、市场和家庭之间的制

度性分工［15］(P26)。它不仅是一个国家政治经济的产

物，更是维持和加强既有国家价值的制度［15］(PP1－2)。

埃斯平借由就业和福利的连结以及“去商品化”指

标的建立，区分了自由( liberal) 、保守( conservative)

与社会民主( social democratic) 三种福利体制［15］(PP26－29)。
福利体制可以简化为“福利体制 = 福利组合 + 福利结

果 +阶层效果”［26］，涉及包括政府、市场和家庭在内的

总体福利的投入、输送以及结果和成效［27］。
现代福利国家的核心是处理资本和劳动力之间

的关系［1］，劳动力市场也是埃斯平的福利体制理论

的核心，主要讨论国家福利制度如何帮助工人在劳

动力市场实现和资方的权力平衡。因此，埃斯平的

核心概念是劳动力的“去商品化”( de-commodifica-
tion) ［15］(PP35－54)。但是，和传统福利国家模式一样，埃

斯平的理论框架是建立在传统男性养家模式基础上

的，也就是“男主外，女主内”的模式［28］，男性的就业

必须得到女性无薪照顾工作的支持［29］。在这种模式

中，女性的境遇和生命历程不同于男性［30］，女性劳动

力没有进入劳动力市场，没有经历“商品化”过程，何

来“去商品化”? 因此，“去商品化”这个概念无法描

述女性和福利国家之间的关系［26］。这是埃斯平的理

论受到许多女性主义学者批评的原因。
埃斯平在后来的研究中指出，福利国家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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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和家庭的缺位是因为战后形成了基于男性充分

稳定就业的核心家庭模式［31］(PP47－48) ，面对福利国家的

只有男性，女性和家庭被隐匿在男性背后。但是随

着社会经济变迁，男性的就业不再有保障，家庭也变

得越来越多样化，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女性越来越

多［17］，女性开始独立面对福利国家。因此，埃斯平提

出了“去家庭化”( de-familiazation) 这一与“去商品

化”平行的概念，并将其作为女性“商品化自己”的

前提条件［32］。“去家庭化”描述了国家( 或者市场)

在何种程度上使得女性能够自主地被“商品化”或

者独立地承担家计。也就是说，这一概念描述了女

性原来承担的福利提供或者照顾责任能多大程度转

移到国家或者市场的身上［31］(P51)。
女性是主要的照顾提供者，因此埃斯平“去家庭

化”的概念间接地讨论了照顾的议题。他建构的测

量“去家庭化”概念的四个指标，实际上都是和照顾

政策有关的，包括政府对整体服务供给的承诺( 除了

医疗保健之外家庭服务支出占 GDP 的比重) 、国家

对补贴育儿家庭的整体承诺( 家庭津贴加上税收减

免) 、公共儿童托育的普及程度( 3 岁以下孩子的日

托) 以及老年人照顾服务供给( 65 岁以上老人接受

居家养老的比例) 。而“去家庭化”有两条路径: 一

条是公共化; 另一条是市场化［31］(PP61－64)。至此，在福

利体制研究中，照顾成为被关注的重点之一，“去家

庭化”也成为研究照顾政策的重要概念［17］。

在埃斯平于 1990 年建构福利国家体制的分析

框架之后，许多女性主义学者从性别的角度修正了

埃斯平的分析框架，建构了性别化的福利体制框

架［28］［31］［33］［34］，其中最为著名的研究者就是南茜·弗雷

泽( Nancy Fraser) 。南茜·弗雷泽从性别平等的角

度，对福利国家进行了政治经济学分析。她认为，现

在福利国家所面临的危机主要源自原有的“男主外，

女主内”性别秩序的崩塌，而要支持现有的性别平等

的新型性别秩序、重新建构福利国家有三种方案:

“普遍 性 家 计 承 担 者 模 式”( universal breadwinner
model) ，通过推动女性就业来实现性别平等，政策核

心是提供日托等育儿服务;“照顾给予者平行模式”
( caregiver parity model) ，通过支持非正规的照顾工作

来实现性别平等，政策核心是照顾者津贴;“普遍照顾

者模式”( universal caregiver model) ，所有的人既工作

也承担照顾责任，国家在这两个领域内对男女两性提

供支持，核心是制定和出台避免搭便车的政策［28］。

沃尔特·科比( Walter Korpi) 的研究则更为关注

女性劳动力的“商品化”［34］。埃斯平虽然引入“去家

庭化”的概念来讨论女性和福利国家的关系，但是没

有关注女性劳动力的“商品化”，也没有关注福利体

制的“性别化”效果［31］。科比认为，有偿和无偿劳动

的性别分工及公私领域的划分是性别不平等的主要

来源。因此，她以有薪工作和无薪工作为核心，构建

了性别敏感化的福利国家分类: “总体家庭支持模

式”( general family support model) ，政策支持的对象

是核心家庭，假定女性承担着主要的照顾工作和再

生产，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是暂时的和次要的; “双

薪支持模式”( dual earner support model) ，政策鼓励

女性连续工作，使男性和女性都能够兼顾父母身份

和有薪工作，重新在家庭中分配照顾工作; “市场取

向模式”( market oriented policies) ，通过市场力量来

塑造性别关系，让个体通过市场资源或者家庭关系

来解决照顾问题［34］。
从这些研究者提出的性别化福利国家体制分析

框架可以看出，从性别角度讨论福利国家体制比仅仅

从阶级角度出发更为复杂，因为前者不仅关注生产过

程，还关注再生产过程。性别不平等表现在劳动力市

场中，更表现在家庭中，因为家庭内部也是权力和资

源分配的场域。性别化的福利体制理论，不仅要规范

生产体制过程中劳动力和资本的关系，也要规范再生

产过程中的性别关系和家庭关系［17］。埃斯平的福利

国家体制关注的是男性劳动力的“去商品化”，但是没

有关注女性劳动力为了实现经济自立的“商品化”; 修

正后的理论关注了女性的“去家庭化”，但是没有讨论

男性的“再家庭化”; 讨论了福利体制的“阶层化”，但

是没有讨论福利体制的“性别化”。弗雷泽和科比等

女性主义学者的性别化福利国家体制分析框架，从不

同角度弥补了埃斯平福利体制框架的不足，更适合用

于分析儿童照顾政策。
中国台湾地区学者黄志隆在讨论福利体制国家

如何通过建构家庭政策、整合家计承担和儿童照顾

责任时，提出了福利国家体制和家计承担类型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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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框架。他在框架中没有强调照顾的性别维度，也

没有和福利体制分析框架中的“商品化”和“去家庭

化”相结合，而是把弗雷泽重构福利国家的三种方案

视为“家计承担者模式”的理念类型，然后和福利体

制国家现实分类相互对照:“透过国家政策对就业的

支持与否，以及将照顾视为是目的或手段来加以区

分，不同福利国家体制可分别对应至不同的家计承

担者模式。”他强调这种对照不但能够说明各个国家

在文化与制度组合上可能产生的后果，也能够反映

就业和儿童照顾工作中难以解决的性别平等问题［35］。
这个分析框架把就业和照顾结合起来，并且和福利国

家体制相对照，进行拓展和修订之后，将有助于分析

女性照顾 /就业关系的理念类型和现实模式。
因此，本文结合埃斯平和弗雷泽、科比的分析框

架，在黄志隆研究的基础上［35］，从性别角度构建了女

性就业 /照顾关系的理念类型和现实模式( 见表 1) 。

也就是说，本文同时从就业和照顾角度以及“商品

化”和“去家庭化”角度讨论女性和国家的关系。其

中，女性劳动力的“商品化”采用“是否支持女性就

业”来衡量，女性照顾的“去家庭化”采用“是否支持

转移家庭照顾劳动”来衡量，同时也采用将照顾视为

目的还是手段做进一步区分。本文的理念类型基于

弗雷泽提出的福利国家模式，而科比的框架和弗雷

泽的也有着某种对应关系，比如“总体家庭支持模

式”和“照顾给予者平行模式”是一致的，“双薪支持

模式”和“普遍照顾者模式”是一致的［15］［33］。同时，

弗雷泽的福利国家模式只包含能够支持性别平等的

模式，不包括无法支持性别平等的模式，比如“男性

家计承担模式”［36］“市场取向模式”［34］。为了增强表

1 分析框架的适用性，特别是厘清中国在这个框架

中的可能位置，笔者在弗雷泽的基础上增加了两种

理念类型。

表 1 女性照顾 /就业关系的理念类型和现实模式

女性就业

( 商品化)

照顾

( 去家庭化)

女性就业得到支持 女性就业缺乏支持

理念类型
现实模式

( 福利体制)
理念类型

现实模式

( 福利体制)

女性临时 /短暂就业或者不就业

理念类型
现实模式

( 福利体制)

支持

作为目的
普遍性照顾

者给予模式
理想体制

照顾给予者

平行模式

欧洲大陆国家

( 保守主义)
— —

作为手段
普遍性家计

承担者模式

北欧

( 社会民主主义)
— — — —

缺乏支持

— —
市场化

取向模式

英美

( 自由主义)

传统的男性

家计承当模式

东亚各国

( 生产主义)

南欧各国

( 家族主义)

注: 虚线和箭头代表动态过程，表现出理念类型可能的转换途径。

资料来源: 基于黄志隆［35］文章的“表一”以及 Fraser，N．［28］、Esping-Anderson［16］［31］、Korpi，W．［34］文章整理和扩充所得。

弗雷泽的理念类型对应不同的基于福利国家体

制的现实模式。在不同理念类型下，有着不同模式

的儿童照顾政策。北欧各国( 社会民主主义福利体

制) 均由国家承担照顾工作，鼓励女性和男性一起外

出工作［37］，形成“普遍家计承担者模式”，但还没有

进入“普遍照顾者模式”［35］; 欧陆各国( 保守主义福

利体制) 支持女性和家庭承担照顾工作［32］(PP82－83) ，不

支持女性就业，形成了“照顾给予者平行模式”; 英

美( 自由主义福利体制) 国家中的市场和女性承担

照顾工作，鼓励女性就业，并有政策支持，形成“市场

取向模式”( “蜡烛两头烧”) ; 以地中海国家为代表

的“家族主义”福利体制［38］和以东亚各国为代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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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主义”福利体制［27］［39］，则更多是传统的“男性

家计承担模式”，不支持女性就业，女性和家庭 /家族

是主要照顾者，无论哪个领域都缺乏政策支持。
根据表 1 所示的分析框架，本文依据福利国家

体制，选择瑞典、法国、美国和韩国作为现实模式来

分析各个国家的儿童照顾政策。一方面，使用经济

合作 与 发 展 组 织 ( OECD ) 家 庭 政 策 数 据 库 的 数

据③［40］，分析这些国家在儿童照顾政策中的收入补

充、时间弥补与托育服务供给方面的状况，评估各个

国家儿童照顾政策的特点及其对于性别关系和儿童

福祉带来的影响。另一方面，通过政策研究，分析这

些国家近年来儿童照顾政策改革的焦点，并在此基

础上着重分析中国儿童照顾政策的历史、特点，目前

相对于其他国家在分析框架中所处的位置，以及特

定的儿童照顾模式。
三、从性别角度比较各国儿童照顾政策模式

埃斯平和科比在讨论福利体制的类别时，都给

出了具体的测量指标。因此，在这一部分笔者将基

于两人的测量指标，使用世界银行和 OECD 的数据

进行跨国比较。然后在此基础上，再对各个国家的

儿童照顾政策进行分析，呈现各国在性别化的福利

体制模式下的儿童照顾政策，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

的儿童照顾模式。
( 一) 女性的“去家庭化”和“商品化”: 基于量化

研究的分析

这一部分主要从量化研究来看各个国家支持女

性劳动力“商品化”和照顾“去家庭化”的差异，对各

个福利国家和女性之间的关系进行整体性分析。虽

然“去家庭化”的另一条路径是市场化，但是因为本

文关注的重点在国家和女性之间的关系，故对此暂

不涉及。
1． 照顾的“去家庭化”水平

表 2 中包含着埃斯平提出的“去家庭化”指标。
因为笔者在这里讨论的是儿童照顾政策，所以不涉

及老年人的照顾服务供给。因为没有各国 0－2 岁儿

童的公共托育机构的入园率数据，所以在表 2 中增

加了“人均儿童托育公共支出”“儿童托育公共支出

占 GDP 的比重”等指标共同说明情况。

表 2 各国儿童照顾“去家庭化”水平

儿童照顾“去家庭化”指标 瑞典 法国 美国 西班牙 韩国

家庭服务公共支出占 GDP 比重( 2015 年) ( % ) 2． 18 1． 43 0． 57 0． 72 1． 01
收入补充

家庭津贴和税收减免占 GDP 比重( 2015 年) ( % ) 1． 36 2． 25 0． 55 0． 63 0． 41
家庭津贴和税收减免占全职平均工资比例( 2018 年) ( % )

单亲家庭 13． 7 14． 4 0． 6 2． 2 4． 4
双亲家庭、单薪 4． 2 6． 0 0 0 0
双亲家庭、双薪 5． 0 6． 0 0 0 0

时间弥补( 等价全薪亲职假、周、2018 年)

女性的假期( 天)

产假 10． 0 14． 5 0 16． 0 10． 3
育儿假 + 儿童照顾假 24． 6 3． 6 0 0 1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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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OECD 家庭数据库( OECD Family Database) 是为了对各个国家的家庭和儿童状况进行跨国比较而建立的，它提供了

OECD 国家、欧盟成员国和其他合作伙伴的家庭和家庭政策的指标和数据。这些数据来自不同国家和国际数据库，包括

OECD 内部和其他组织。现在这个数据库包括 4 个维度的 70 个指标，4 个维度为: 家庭结构; 家庭的劳动力市场位置; 家

庭和儿童的公共政策; 儿童状况。每个指标都包括明确的定义、方法论、跨国比较数据、资料来源等。也就是说，OECD
家庭政策数据库建立初衷就是为了进行跨国比较。中国虽然不是 OECD 国家，但是由于其独特的重要性，OECD 家庭数

据库也包含着可获得的中国相关数据。



续表

瑞典 法国 美国 西班牙 韩国

男性的假期( 天)

陪产假 0． 8 1． 8 0 4． 3 0． 6

育儿假 + 儿童照顾假( 天) 10． 0 3． 6 0 0 14． 8

儿童托育

儿童托育覆盖面( 0－2 岁、2017 年) ( % ) 46． 6 56． 3 28． 0 36． 4 56． 3

儿童托育公共支出占 GDP 的比重( 0－5 岁、2017 年) ( % ) 1． 1 0． 6 0 0 0． 5

人均儿童托育公共支出( 2017 年、USD PPP) ( 元)

0－2 岁 14300 7200 700 300 6500

3－5 岁 7300 7600 4200 5300 6100

0－5 岁 10700 7400 2500 2500 6300

儿童照顾“去家庭化程度” 最强 较强 最弱 较弱 中等

资料来源: OECD，PF1． 1，PF． 2． 1，PF3． 1，PF3． 2，2020。

注: ( 1) 家庭服务公共支出指给有孩子的家庭提供的公共支出，包括直接的现金补贴，或者儿童托育和儿童早期教育的补贴，父母获得的专

项育儿补贴，用于年轻人和住宅设施的公共支出，以及用于家庭服务的公共支出，包括针对贫困家庭的服务中心和居家服务; ( 2) 家庭津贴指给

有孩子的家庭提供的与孩子有关的现金转移支付，包括儿童津贴( 有时是资产审查式的，有些国家会因为儿童的数目和年龄有不同标准) 、公共

收入支付的父母假津贴，在有些国家还包括给单亲家庭提供的收入支持; ( 3) 家庭税收减免指通过税收体系给有孩子的家庭提供的经济支持，

包括免税( 例如未计入税基的儿童福利收入) 、儿童税收补贴( 从总收入中扣除但未计入应纳税所得额的儿童收入) 和儿童税收抵免( 从应纳税

额中扣除的金额) ; ( 4) 等价全薪亲职假( full-rate eduivalent leave) : 等价全薪亲职假 = 现有亲职假的长度 × 工资替代率水平，这样就能够换算成在

100%工资替代率水平下亲职假的长度; ( 5) 产假( maternity leave) : 就业母亲享受的就业保障性假期，一般可以在孩子出生前后享受的假期; ( 6)

陪产假( paternity leave) : 就业父亲享受的就业保障性假期，通常是孩子出生时或者出生后的数月; ( 7) 育儿假( parental leave) : 就业父母可以享

受的就业保障性假期，一般都是对于产假或者陪产假的补充，常常接着产假，但不是所有国家都如此; ( 8) 儿童照顾假( home care leave /childcare

or child raising leave) : 就业保障性假期一般紧随育儿假之后，至少允许一位父母在家照顾孩子，直到孩子 2 岁或者 3 岁。

从表 2 的数据可以看出，不同指标结果是类似

的，这和埃斯平的分析也是一致的［31］。代表“社会民

主福利体制”的瑞典“去家庭化”程度最高，而代表

“自由主义福利体制”的美国“去家庭化”程度最低。

虽然法国所属的“保守主义福利体制”强调国家对于

家庭的辅助作用，支持传统的家庭模式，但是除了“人

均儿童托育公共支出”这一指标，法国的“去家庭化”

程度也是极高的，其他几个指标甚至超过了瑞典。相

较而言，韩国的“去家庭化”程度又超过了西班牙，这

两个国家因为对家庭 /家族的重视，常常被划为支持

传统的男性家计承担模式的国家。

时间成本的弥补是儿童照顾政策的重点之一。

埃斯平的“去家庭化”指标中没有包含有关亲职假

的指标，但是科比在建构性别敏感的福利国家类型

时，测量“双薪家庭支持模式”的指标中包括有薪育

儿假和有薪父职假［34］。因此，在表 2 中，笔者总结了

各国的亲职假政策，从时间成本弥补的角度来比较

各个国家对于照顾“去家庭化”的支持程度。因为

各个国家的亲职假津贴长度和津贴的工资替代率不

同，为便于比较，本文使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

“等价全薪亲职假”指标。

对于女性来说，除美国之外，各个国家的等价全

薪产假都相对较长，但是西班牙没有育儿假，因此总

体而言，育儿假时间最长的是瑞典，其次是韩国，再

次是法国。对于男性来说，等价全薪陪产假除西班

牙之外，其他国家都相对较少，其中美国为 0。由于

瑞典和韩国的男性也可以享受育儿假，因此这两个

国家在推动男性“再家庭化”的力度方面和其推动

女性“去家庭化”是一致的。而西班牙在此方面缺

乏政策支持。
2． 女性劳动力的“商品化”水平

在讨论女性和福利国家时，女性主义研究者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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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点之一是女性就业，因为劳动力市场不仅是物质

资源分配和阶层化的主要领域，而且影响着女性在家

庭中的协商权利和互动模式，这是改变原有照顾性别

分工的先决条件［34］。因此，国家对于女性就业( “商品

化”) 的支持程度是分析女性和福利国家关系的重要

维度。女性大规模进入劳动力市场，也是建立在传统

性别秩序上的福利国家遭遇危机的重要原因。
从表 3 可以看出，5 个国家中，女性就业率最高的

是瑞典，其次是韩国，最后是法国和西班牙。这个结

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各国对于女性就业的支持程

度。对于儿童照顾而言，母亲的就业率是更为重要的

指标。瑞典母亲就业率在各个国家中是最高的。从

时间分配可以看出，两性的工作时间差异并不大，但

是照顾时间的差异非常明显，特别是法国。可以发

现，无论在哪个国家，无论家庭中孩子的数量有多少，

具体到家中有 0－6 岁儿童家庭照顾时间的分配，依然

是女性承担了主要的照顾工作。其中，韩国两性时间

分配差异最大，瑞典两性时间分配差异最小。从分析

可以看出，虽然两个国家的政策都在推动父亲参与儿

童照顾，但是差异仍然明显。

表 3 各国女性劳动力“商品化”水平 单位: %

劳动力“去商品化”指标 瑞典 法国 美国 西班牙 韩国

女性就业率( 2019 年) 57． 15 45． 58 53． 67 42． 61 50． 87

母亲就业率( 15－64 岁、至少有 1 个孩子 0－14 岁、2014 年) 83． 1 72． 2 65． 7 59． 5 －

时间安排( 15 岁以上、24 小时时间分配比例、2003 年)

男性工作时间安排 20． 1 14． 5 20． 4 14． 8 26． 5

女性工作时间安排 14． 8 10． 1 15． 1 9． 9 15． 4

男性照顾时间安排 1． 8 1． 0 1． 6 2． 0 0． 8

女性照顾时间安排 3． 0 14． 9 3． 2 3． 6 3． 4

照顾时间安排( 0－6 岁孩子、22－44 岁被访者、24 小时时间分配比

例、2009－2010 年)

男性没有孩子 1． 6 0． 7 1． 0 0． 9 0． 6

女性没有孩子 2． 9 1． 8 2． 1 2． 2 2． 1

男性有 1 个孩子 6． 5 4． 4 5． 6 6． 3 2． 8

女性有 1 个孩子 13． 0 7． 8 9． 0 9． 9 9． 0

男性有 2 个孩子及以上 9． 0 5． 2 6． 5 8． 9 3． 0

女性有 2 个孩子及以上 17． 2 12． 6 12． 1 15． 4 12． 1

资料来源: ( 1) 女性就业率数据来源于“世界发展指标”(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WDI)④; ( 2) OECD，LMF1． 2，LMF2． 5，2020。

注: ( 1) 就业指劳动年龄人口在较短的指定时间内为了获得收入或者利润参与任何能够生产产品或者提供服务的活动，无论是在这段

时间内工作( 至少工作一个小时) ，或者暂时缺勤，或者因为工作时间安排而不在工作; ( 2) 女性就业率( employment to population rate) 指 15 岁

以上的女性就业人口相对于女性总人口的比例。各国不同年份的数据是根据世界银行的模型估算的，不是由各国提供的真实数值，这样便

于跨国比较。

94

④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是世界银行有关发展方面的跨国可比较数据的汇编。这个数据库提供了有关全球发展和反贫困的

高品质的国际可比较数据。也就是说，这个数据库提供的是与发展相关的可比较的跨国数据，其中包括中国的数据，涉及

人口、就业等方面。



( 二) 各国儿童照顾政策的比较分析: 基于政策

研究

本部分将从政策研究角度，基于福利体制，围绕

儿童照顾政策的 3 个维度( 收入的补充、时间的弥补以

及托育服务) 分析各国儿童照顾政策的形成和变化，以

展示儿童照顾政策模式( 见表 4)。
1． 各国儿童照顾政策和照顾模式

瑞典是社会民主主义福利体制的代表，在儿

童照顾“去家庭化”方面表现出极高水平。瑞典的

儿童照顾政策基于其普遍主义和平等主义的价值

观。普遍主义意味着所有公民都有权享受基本福

利［37］(PP78－80)［41］(P84) ; 平等主义则意味着所有公民都应该

平等地承担家庭和社会的角色［42］，最终形成人民负责

工作纳税、国家承担养老抚幼责任的模式［42］(P128)。因

此，如表 4 所示，瑞典一方面支持女性外出就业，另一

方面通过丰厚的收入补偿［43］［44］、长达 16 个月的育儿

假［45］以及高品质的公共托育服务体系［42］来承担国家

儿童照顾责任，形成“国家 +双薪父母”共同照顾儿童

的模式，让双薪父母能够兼顾工作和家庭，形成了生

产和再生产之间正向延续的循环［45］［46］。

被归为保守主义福利体制的法国，社会政策更

多地受到共和及反教会干预精神的引导［31］(P82)。因

为法国是欧洲第一个经历生育率下降的国家［47］，所

以生育成为法国儿童照顾政策的核心。如表 4 所

示，法国不支持女性就业，但是为了支持生育，国家

给职业女性提供了多样化和高品质的托幼服务，特

别是较为完善的学前教育( 幼儿园) 体系［48］。给所

有儿童提供丰厚的现金福利，一方面保证儿童健康

成长，另一方面保证了女性即使不就业也有收入来

源［49］。法国的产假和陪产假都不长，慷慨的假期津

贴也保证了弥补时间成本时家庭的经济安全。通过

这种儿童照顾政策模式，法国实现了“女性+国家”儿

童照顾模式: 未就业女性为主要照顾者，国家通过现

金、假期予以辅助; 就业女性依赖国家提供托育服务，

必要时可依靠丰厚津贴进行市场化购买服务。
美国作为自由主义福利体制国家，核心价值观就

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他们认为自由放任的经济和

社会政策才能带来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50］(PP307－308)。
因此，美国的儿童照顾政策一直延续英国“济贫法

案”的脉络，也就是只救助贫困儿童。和其他发达资

本主义国家相比，美国是唯一没有普惠制儿童津

贴［51］且唯一没有法定产假的国家［52］，不具备公立儿

童托育服务体系，而更多依赖市场和志愿者团体解

决。但美国社会又强调工作伦理，其民众普遍认为

所有的福利都应该通过工作获得，所以美国鼓励和

支持女性就业。结果是，美国职业妇女常常面临“蜡

烛两头烧”的局面，一般家庭的儿童不得不在正规的

儿童保育机构、非正规的儿童保育机构和亲戚家之

间来回奔波［53］，由此形成“女性 + 市场”的儿童照顾

模式。
作为南欧家族主义福利体制国家代表的西班

牙，福利供给的核心价值观是庇护主义，扩大家庭在

福利供给中处于核心地位［54］［55］，儿童照顾在很大程

度上由家庭成员和亲属承担［56］。和其他国家相比，

西班牙的儿童照顾政策刚刚起步，也有普惠制的“儿

童出生 /收养”津贴，但是津贴不够丰厚; 产假时间只

有 16 周、陪产假 8 周、育儿假 1 年，但是无薪，因此

无法保证休假期间家庭的经济安全。西班牙不支持

女性就业，是因为传统的家庭性别分工带来的强烈

的家族义务感仍然被大众广为接受［57］。但是，随着

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等原因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女性

选择外出工作，也迫使政府提升儿童托育服务。一方

面改善 0－3岁儿童托育品质［58］(P175) ，另一方面把3－6

岁儿童托育纳入全日制的学前教育。在这种情况

下，西班牙形成了“家族+女性+国家+市场”的儿童

照顾模式。
作为东亚生产主义福利体制的国家，韩国的儿

童照顾政策从属于经济发展的需要［59］，表现出强烈

的家庭主义倾向，国家通过二元制的就业体系，支持

传统家庭性别分工［60］。但是，持续的生育率下降促

使韩国政府开始考虑应对策略。为了应对生育率下

降带来的劳动力短缺，韩国开始鼓励女性外出就业。
韩国政府出台的儿童照顾政策是帮助女性缓解工作

和家庭冲突的主要举措之一，包括慷慨的收入补

偿［61］(P24) ，父母均可享受的有偿带薪假期［61］(PP19－20) ，还

有借助私营托育服务提供者迅速发展起来的托育中

心、幼儿园和居家保姆服务［61］(P22) ，形成了“女性+国

家+市场”的儿童照顾模式。

05



表 4 各国儿童照顾“去家庭化”政策和女性劳动力“商品化”政策比较研究

瑞典 法国 美国 西班牙 韩国

理念类型

普 遍 家 计 承 担 者

模式

照 顾 给 予 者 平 行

模式

“市 场 化 取 向 模

式”
从“男性家计承担

模式”向“市 场 化

取向模式”转变

从“男性家计承担模

式”向“照顾给予者

平行模式”转变

儿童

照顾

“去家

庭化”

政策

收入

补充

包括儿童津贴和儿

童养育津贴等普惠

制津贴在内的大量

津贴

法国儿童照顾政策

的核心，包括普惠

制儿童津贴在内的

丰厚津贴，是法国

社会保障体系所提

供现金福利占比最

高的部分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中唯一没有普惠制

儿童津贴的国家，

只 有 针 对 贫 困 儿

童、残 疾 儿 童 的

救助

有 包 括 普 惠 制 的

“儿童出生 /收养”

津贴在内的各种津

贴，也有较低水平

的税收减免

2019 年开始提供普惠

制 儿 童 津 贴 ( 0－7

岁) 。对 于0－5岁 儿

童，如果没有使用托

育、幼儿园或者全职

的保姆服务，还提供

居家照顾津贴

时间

弥补

第一个父亲有权利

申请 6 个月带薪育

儿假的 国 家。2002

年，育 儿 假 延 长 到

16 个月，给父母分

别保留了 2 个月

16 周产假，第 3 个

孩子延长到 26 周。

陪产假为 2 周。育

儿假是个人权利，

不能转让。孩子 3

周岁之前都可以休

育儿假

唯一没有法定产假

的国家。不同的州

各有法案。加利福

尼亚、夏威夷、新泽

西、罗 德 岛、华 盛

顿、马萨诸塞州和

纽约先后出台了带

薪假期

产假为 16 周，陪产

假为 8 周，可以变

为减少工作时间的

权 利。育 儿 假 一

年，无薪

法定 产 假 为 90 天，

陪产 假 只 有0． 6 周，

但是 父 亲 享 有 带 薪

育儿假 1 年，而且津

贴丰厚，大概是平均

工资的 61%

儿童

托育

具备最为完善的公

共托育服务体系。

其公共性、普及性

和永续性都排在世

界各国前列

多样化和高品质的

儿童保育和学前教

育的综合性服务体

系。托儿费用取决

于父母的收入

没有公立儿童托育

体系，倾 向 于 依 赖

市场和志愿者团体

解决。“及早教育”

( head start) 等项目

针对低收入家庭

儿童保育服务相对

匮乏。3－6 岁学前

教育由国家提供，

或者由市场提供国

家补贴，所有家庭

均可以免费享受

依靠私营托育机构，

发展迅猛，主要包括

三类: 托育中心的日

托、幼 儿 园、在 家 保

姆照料服务

女性劳

动力

“商品

化”政

策

女性

就业

政策

瑞典通过积极的劳

动力政策鼓励女性

就业，公共托育服

务的享有都是和父

母工作绑定的

法国不鼓励女性就

业，但是为了支持

职业妇女生育，也

提供了完善的托幼

服务

鼓励女性就业，因

为工作伦理是美国

所有价值体系的核

心，把工作和福利

联系在一起

国家不鼓励女性就

业，但是政府也出

台了一些政策来帮

助双薪家庭实现工

作和家庭平衡

支持女性就业，以保

证韩 国 经 济 的 可 持

续发 展 不 会 因 为 劳

动 力 减 少 而 受 到

影响

儿童照顾模式 国家 + 双薪父母 女性 + 国家 女性 + 市场
家族+女性+国家+

市场

女性 +国家 +市场，并

努力把男性纳入其中

儿童

照顾

政策

后果［41］

总和生育

率( 2017 年)
1． 78 1． 86 1． 77 1． 31 1． 05

母亲就业

率( 2014 年)
83． 1% 72． 2% 65． 7% 59． 5% －

儿童贫困

率( 2016 年)
8． 94% 11． 46% 20． 85% 21． 95% 15． 23%

注: 儿童贫困率指儿童相对收入贫困率，贫困线为每个国家可支配收入的 50%，所有的数据基于等价的家庭可支配收入，也就是在纳税和

根据家庭规模调整的转移支付之后的收入( OECD，CO2． 2，20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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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国儿童照顾政策的效果

如表 4 所示，笔者在讨论各国儿童照顾政策时

选择了“总和生育率”“母亲就业率”“儿童贫困率”3
个指标。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法国和韩国出台

儿童照顾政策背后的主要推动力是生育率的持续下

降。但是，因为法国从 20 世纪初就开始发起支持生

育率的运动，而韩国从近 20 年特别是 2005 年总和

生育率下降到 1． 05 才开始出台儿童照顾政策，所以

法国的总和生育率在 2017 年能够达到 1． 86，在欧洲

各国也处于前列，而韩国的总和生育率 2018 年甚至

下降至0． 98。儿童照顾政策是影响生育率的重要因

素，这从儿童照顾“去家庭化”水平最高的瑞典的总

和生育率达到 1． 78 也可以看出，而儿童照顾“去家

庭化”水平最低的美国能够保持较高的生育水平，很

大程度源于大量移民的生育贡献。也就是说，儿童

照顾政策是生育水平的重要影响因素，但不是唯一

影响因素。

儿童照顾政策的目标之一是减少女性面临的工

作和家庭冲突。如果使用工作家庭冲突指数比较各

国儿童照顾政策的效果可能更为适宜，但是这种跨

国比较可能需要较长的篇幅论述，所以本文选择了

“母亲就业率”来说明儿童照顾政策的效果，这也是各

国是否支持女性劳动力“商品化”的结果。从表 4 可

以看出，在不支持女性外出工作的法国，因为完善的

托幼服务体系，母亲就业率仅次于瑞典，达到72． 2%。
美国母亲较高的就业率是因为国家推动工作伦理，

鼓励女性就业，而且福利是和工作绑定的，因此母亲

就业率达到 65． 7%。毫无疑问，国家既支持女性就

业，又提供了相对完善的儿童照顾政策的瑞典的母

亲就业率是最高的，达到 83． 1%。
毋庸置疑，儿童照顾政策的另一个目标是改善

儿童福祉。儿童福祉包括儿童健康状况、儿童教育

水平等众多维度。本文选择了“儿童贫困率”作为

代表性指标来说明各个国家儿童福祉状况，因为经

济状况是决定儿童福祉的基础因素。从表 4 可以看

出，儿童贫困率最低的是儿童照顾政策最为完善的

瑞典( 8． 94% ) ，其次是较为完善的法国( 11． 46% ) ，

而美国和西班牙儿童贫困率都超过了 20%，高于

OECD 各国平均水平( 13． 12% ) 。无法否认，此一结

果与美国和西班牙的儿童照顾政策不完善有关。
3． 各国儿童照顾政策的改革和发展方向

在弗雷泽的分析框架中，“普遍家计承担者模

式”通过推动女性就业来实现平等，许多福利都是和

就业绑定的。国家和市场承担主要的照顾工作，而

普惠和高品质的托育体系是政策的关键［28］。就经验

层面而言，瑞典的福利体制很大程度上属于“普遍家

计承担者模式”。而“普遍照顾者模式”，也即打破

公私界限，女性进入公领域开始工作、男性进入私领

域承担照顾责任是瑞典儿童照顾政策改革的方向:

1995 年提出父亲专门享有不可转让的育儿假“配

额”; 2008 年引入“性别平等奖励”，鼓励父母平分育

儿假。但是男性享用育儿假的比例相对较低，说明

这种模式的转型尚未实现［46］。

法国的儿童照顾政策也处于不断调整中，从偏

重现金福利到为职业妇女提供完善的托育服务，从

支持生育为核心到现在同时重视儿童贫困问题。从

儿童照顾政策的角度而言，法国表现出明显的“照顾

给予者平行模式”，承担照顾工作的还是家庭和女

性，只是国家通过公共资金来支持。这种福利体制

尊重两性的差异，但保证两性之间的差异不需要女

性付出更多的成本，原有的无薪劳动和有薪劳动拥

有同等的经济地位［28］。从前文分析来看，即使和瑞

典等北欧国家相比，法国的儿童照顾政策在收入补

充和儿童托育服务上都毫不逊色。而从政策结果来

看，法国儿童照顾政策也相当成功。
弗雷泽在研究中指出“普遍性家计承担者模式”

是美国女性主义者认为实现性别平等的模式［28］，但是

现实中美国的照顾模式可能只是向这一方向推进，

还不能被划归为这种模式，因为缺乏日托之类支持

女性就业的政策，家庭和个人更多还是面向市场寻

找解决方式。这种特点像科比在研究中提出的“市

场化取向模式”，而这种模式的儿童照顾工作也是依

靠市场来组织的［34］。美国虽然在儿童照顾政策方面

不断推进，但是依然具有市场化取向模式的特征。
西班牙的儿童照顾政策表现出明显的“家族主

义”特点［62］。随着女性就业率的上升，双薪制的核

心家庭越来越多，迫使政府出台儿童照顾政策，儿童

照顾模式也有从“男性家计承担模式”向“市场化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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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模式”转变的趋势。同时，西班牙儿童照顾政策的

调整，也表现出与瑞典类似的特征，即推动父亲参与

育儿，陪产假从 2012 年的 3 周迅速延长到 2019 年的

8 周，而且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63］，这也表现出向“普

遍照顾者模式”转变的趋势。
从韩国的改革方向可以看出，韩国的儿童照顾

政策模式有从传统的“男性家计承担模式”向“照顾

给予者平行模式”转变的倾向，因为韩国在相关政策

改革中强调性别平等，同时由于劳动力短缺国家开

始鼓励女性外出工作，其儿童照顾政策实际上是将

照顾作为手段。国家也试图给儿童的照顾者提供丰

厚的津贴，使照顾工作和劳动力市场工作具有相同的

价值，以此来提高生育率和实现性别平等。韩国还给

父亲提供了慷慨的育儿假，推动父亲参与育儿，这也

在某种程度表现出向“普遍照顾者模式”转变的倾向。
四、中国的儿童照顾政策模式

与曾经的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类似，中国的儿

童照顾也一直是母亲和家庭的责任，国家很少介入。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为了落实性别平等，国家曾

经努力推动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鼓励和支持( 城

市) 女性就业。因此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中国城市

劳动年龄妇女就业比例达 90% 以上［7］。虽然近 20

年来中国女性的就业率呈持续下降的趋势，但还是

明显高于包括瑞典在内的其他国家［9］。换句话说，

在中国，女性生命历程的“男性化”及女性劳动力的

“商品化”早已开始。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女性就业

市场化体制的建立，女性劳动力的“商品化”程度才

开始降低。
另外一个导致女性就业率降低的原因是家庭和

职业的冲突［10］。这种冲突的一种解决办法就是少生

或者不生［64］［65］。这是近年来中国生育率下降并在

低位徘徊不前的重要原因。因此，政府不断放宽生

育政策，2016 年开始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全国

延长了产假，各个省级区域在国家标准层面延伸，

出台了陪产假甚至育儿假，推动儿童照顾“去家庭

化”。研究还发现，造成生育率下降的另一个重要

原因是生育和养育的高成本［65］［66］，因此，在收入补偿

方面，政府出台了个人所得税专项，来分担家庭的育

儿成本。

( 一) 收入补充

儿童照顾“去家庭化”的第一种政策工具是分

担家庭儿童照顾的经济成本。但无论是计划经济时

代还是市场经济时代，中国都没有普惠制的家庭津

贴、儿童津贴，直到 2018 年出台了税收减免政策。
在儿童照顾的收入补充方面，表现出明显的残补式

特点，主要集中在 3 个方面: 与计划生育家庭相关的

津贴，与儿童保健有关的免费政策以及适用于某些

处境不利家庭的给付政策，以保障困境儿童能够健

康成长。
2018 年底，国务院出台了《国务院关于印发个

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的通知》，规定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个人所得税六项专项减免，

其中和儿童有关的是子女教育的税收减免，“纳税人

的子女接受全日制学历教育的相关支出，按照每个

子女每月 1000 元的标准定额扣除”，而“年满 3 岁至

小学入学前处于学前教育阶段的子女，按本条第一

款规定执行”。也就是说，家中有 3－6 岁的孩子的纳

税人可以享受每个子女每月 1000 元的定额扣除。
对于孩子年龄不满 3 岁的家庭，这项普惠制的税收

减免没有任何作用。
与计划生育相关的津贴是国家为了鼓励计划生

育实施提供的福利政策体系。有针对农村城市独生

子女，也有针对独生子女父母的奖励。这不仅针

对 0－6岁的独生子女，还涉及 7 岁以上的儿童。因

为津贴额度较低，其对于养育 0－6 岁独生子女的家

庭帮助较小。而且，2016 年之后生育的独生子女不

享受相关津贴，因此此项政策基本上对此处讨论

的 0－6岁儿童是无效的。贫困家庭的儿童有专项津

贴，包括生活津贴( 困境儿童生活补助) 和教育方面

的补贴( 学前教育资助) 。
现在部分地方政府开始提供普惠制的现金津

贴，比如深圳的儿童健康成长补贴。深圳符合条件

的在园儿童按照每人每年 1500 元的标准给予补贴，

每名儿童每年只享受 1 次补贴，在园期间最多可享

受 3 年补贴。补贴经费中的 1300 元( 每人每月 130
元，每年按 10 个月计算) 用于抵扣在园儿童家长缴

纳的部分保教费，200 元由幼儿园统一组织实施上

述在园儿童免费体检及购买儿童读物等。补贴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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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同级财政部门保证。
( 二) 时间弥补

儿童照顾“去家庭化”的第二种政策工具，是分

担家庭育儿的时间成本，也就是假期政策。中国一

直只有全国性法定产假。1951 年全国法定产假出

台时是 56 天，1988 年延长到 90 天，2012 年根据国

际劳工组织出台的 183 号公约再次延长到 98 天。
除了时间延长，2012 年出台的《女职工劳动保护特

别规定》中有关产假的规定，扩大了产假的覆盖范

围，从 1988 年的“一切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企业、事
业单位的女职工”，扩展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

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个体经济组织

以及其他社会组织等用人单位及其女职工”。但其

范围还是相对狭窄的，不包括超过城镇女性就业比

例一半以上的非正规就业的女性［67］，也不包括从事

农业生产劳动的女性。
中国没有全国性的法定陪产假，但是各省的《人

口与计划生育条例》都把配偶的陪产假( 护理假) 作

为一种奖励列入。享受这种假期权益的资格条件，

原来是计划生育，2016 年之后改成按政策生育，工

资替代率都是 100%。原来条例中把这种假期称为

“护理假”，强调的是对妻子的照顾，而不是参与照

顾新生儿。2016 年各省条例修订后改称“陪产假”，

各省的陪产假为 7 至 30 天不等。中国也没有全国

性的法定育儿假，但是有 11 个省级区域的《人口和

计划生育条例》设定了类似育儿假的假期。加上产

假，假期最短的省份为 10． 5 个月、最长的为 17 个

月，但是只有母亲能够享受。
( 三) 托育服务

儿童照顾“去家庭化”的第三种政策工具是托

育服务。在计划经济时代，和“普遍家计承担者模

式”理念一致，中国也通过推动女性就业来实现性别

平等。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除了工作的统分统配，国

家还通过构建公立儿童托育体系来支持妇女就业。
1953 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明确要

求有一定规模的单位要设立托儿所。1955 年的《关

于工矿、企业自办中小学和幼儿的规定》和 1956 年

的《关于托儿所幼儿园几个问题联合通知》都鼓励

企业、机关、团体等兴办托幼机构。单位逐步成为提

供儿童照顾服务的主体。当时 2 个月到 3 岁儿童的

托儿所由卫生部主管，3－6 岁儿童的幼儿园由教育

部主管［6］。
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去家庭化”的儿童托育

体系覆盖面是有限的，因为其目的是“使女工能够减

轻繁重的家务负担，从事创造性的劳动”［8］。换句话

说，只有城市女职工( 女工人和女职员) ⑤能够从中

受益。但是，她们只是职业女性的一部分，城市中还

有女手工业者等，农村中还有务农女性，而针对她们

创办的托育机构只存在了很短一段时间［8］。从数据

分析来看，1956 年底，全国城镇各种托幼机构，收托

儿童达到 125 万名［6］，但是同期女职工人数为 328． 6
万人。也就是说，托幼机构服务可能连女职工的需

求也无法满足⑥。因此，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在城市

建立的“去家庭化”儿童托育模式对城市女性就业

有重要的支持作用，但这种模式并不是普惠性的。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

中国表现出明显的“生产主义福利体制”特点: 政府

的支出以经济发展为优先，社会政策的发展服从于

经济发展的需求，福利分配待遇都是为了强化生产

要素的位置［27］［66］。因此，国家把资源配置的权利交

给了市场和企业，“减轻企业办社会的负担”成为改

革方向。这带来了两个后果: 一是国家不再直接支

持女性 就 业，甚 至 劳 动 部 曾 经 提 议 妇 女“阶 段 就

业”［68］; 二是企业不再承担和“再生产”密切相关的

职能，单位开办的托幼机构被关闭。曾经“去家庭

化”的儿童照顾责任又回到了家庭和市场［69］。
值得关注的是，这一时期儿童托育的教育因素

得到了重视，而照顾因素被淡化了［6］。不过，和欧美

等工业化国家不同的是，教育因素的强调并不意味

着儿童早期人力资本的投入受到重视，否则国家为

了积累未来的人力资本，就应承担更多提供儿童托

育服务的责任［13］。这一时期对教育因素的强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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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是为了推掉 0－3 岁的儿童照顾责任，另一方面

是为了把 3－6 岁儿童托育纳入教育体系，为学前教

育市场化奠定基础。20 世纪 90 年代教育部推行教

育产业化政策，属于教育体系的学前教育的产业化、
市场化似乎就成了合乎逻辑的结果。这也可以从政

府的政策导向看出，“鼓励多渠道、多形式社会集体

办学和民间办学”，民办托幼机构逐渐兴起，占据的

份额越来越大。
在儿童托育方面，国家直到 2010 年之前都没有

出台具体政策。市场化的儿童托育服务，成为低收

入和贫困家庭的负担［69］。2010 年教育部出台《国家

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 》，

提出要建立公办民办并举的托育发展体制，重点发

展农村的公立幼儿园体系。同年，国务院出台《关于

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提出地方政府应该

承担发展当地学前教育的主要任务。2011 年，教育部

和财政部共同出台《关于加大财政投入支持学前教育

发展的通知》，强调学前教育的投入将以地方财政为

主，中央以奖补的形式提供补贴。2010 年以后，3－6
岁的儿童托育( 学前教育) 明显获得了更多的重视，

各级财政也加大了对学前教育的投入。
对于 0－3 岁的婴幼儿，相关政策更为缺乏。2017

年国务院颁布的《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

划》中，强调发展0－3岁婴幼儿的早期教育，要探索

公益性的婴幼儿早期教育服务。值得注意的是，对

于婴幼儿的托育政策，是“早期教育”，而不是“照

顾”。2019 年出台的《关于促进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

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政府改用“照护”一词，0－3 岁

婴幼儿的“照顾”得到了重视，但在责任归属方面，

政府还是强调由家庭承担主体责任，政府承担责任

的只是照护困难群体。0－3 岁婴幼儿的照护服务呈

现出明显的残补性特点。
五、讨论和建议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女性的就业率虽

然一直下降，但是和其他国家相比还是处于高位，也

就是说女性劳动力“商品化”程度依然很高。但是，

由于中国女性就业机制已经取决于市场［13］，国家已

经不再像计划经济时代那样直接干预，因此也没有

其他相应政策来支持女性就业。从儿童照顾“去家

庭化”水平来看，中国在这一方面低于同为东亚国家

的韩国，甚至和自由主义福利体制的美国类似，唯一

明显的不同就是中国有法定带薪产假。中国也没有

普惠性的收入补充，而在儿童公共托育服务体系建

构方面也是刚刚起步，虽然 3－6 岁的儿童托育体系

有了很大发展，但也主要依靠私立托育机构。在这

种情况下，中国女性和美国女性同样面临“蜡烛两头

烧”的局面，中国的儿童照顾危机也难以避免。
如果从弗雷泽的性别化福利体制框架来细致讨

论中国的儿童照顾模式，则情况更为复杂。不同发

展阶段情况不同，城乡之间也存在差异。在计划经

济时代，城市特定人群表现出“普遍家计承担者模

式”特点，儿童照顾模式则呈现出“国家 + 女性”模

式( 部分城市) +“女性 + 家庭”( 部分城市 + 部分农

村) 模式。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之后，随着国家的角色

弱化，儿童照顾模式呈现“女性 + 家庭 + 市场”模

式。2010 年前后国家相关政策出台，儿童照顾模式

呈现出“女性 + 家庭 + 市场 + 国家( 少量) ”模式。
中国最近的儿童照顾政策改革，包括部分地方政府

提供普惠性的儿童津贴，各地方政府也出台更多假

期政策，建构 3－6岁儿童托育体系，启动 0－3 岁儿童

的照护服务体系，主要目标都是为了提高生育率。
儿童照顾政策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

回到本文的分析框架( 见表 1 ) ，可以更加清楚

地看到儿童照顾模式中中国相对其他国家的位置。
从女性劳动力“商品化”和照顾“去家庭化”角度看，

中国原来并没有处于最右边的“传统男性家计承担

模式”，而是处于最左边“普遍性家计承担者模式”，

也就是说，国家对于女性就业( “商品化”) 还是采取

支持模式，但是在照顾“去家庭化”方面只是对于城

市部分女性有一定程度的支持。改革开放之后，由

于国家把女性就业逐步交给市场来主导，中国向表

格的右方逐渐移动。为了推动生育，国家对儿童照

顾政策进行了修订，所以儿童照顾模式向照顾“去家

庭化”又有一定的发展，不过依然是用于支持生育的

手段，因此位置向上移动，处于“市场化取向模式”
和“照顾给予者平行模式”之间。

中国儿童照顾政策的残缺是儿童照顾危机出现

的主要因素，同时导致中国的生育率在低位徘徊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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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女性( 尤其是母亲) 就业率持续下降，儿童贫困

率高于其他群体。为了缓解儿童照顾危机，改变低

生育率、高贫困率和就业率下降的情况，中国应该努

力推动儿童照顾“去家庭化”水平。从前文国际比较

可以看出，不同国家有不同侧重点: 瑞典和法国建构

了一套完善而高品质的儿童托育体系，瑞典和韩国通

过父亲配额的家庭政策推动男性参与育儿，法国提供

丰厚的现金来分担家庭育儿的经济成本。
在推动儿童照顾“去家庭化”的同时，要关注性

别平等问题，因为儿童政策要产生良好的效果，必须

支持目前以性别平等为特点的性别秩序。从儿童照

顾政策的效果来看，无论国家是否支持女性就业，无

论儿童照顾政策是手段还是目的，瑞典的“普遍家计

承担者模式”和法国的“照顾给予者平行模式”都实

现了高生育率、高母亲就业率和低儿童贫困率。因

此，中国儿童照顾政策的改革可以借鉴这些国家的

经验，着重从儿童照顾政策的主要政策工具入手，推

动儿童照顾“去家庭化”水平。
( 一) 收入补充

以各种津贴为代表的丰厚收入补偿是“照顾者

给予者平行模式”偏爱的政策工具，丰厚的津贴对于

推动女性就业不利，也容易对国家财政造成较大的

压力，特别是对中国这样人口基数庞大的国家而言。

但是，国家给所有儿童提供普惠制的津贴，具有保护

儿童权利的象征意义。如果中央政府发放普惠制的

儿童津贴难度比较大，可以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政府发

放类似的津贴，同时对欠发达地区给予一定的补贴。
2019 年开始实施的个税专项抵扣，对 0－2 岁的

儿童家庭没有任何支持作用，而 3－6 岁儿童家庭可

以从中受益。这项政策更多地从儿童教育角度出

发，而不是关注儿童照顾。这项政策还需要进一步

调整，因为 0－2 岁儿童的照顾费用对家庭来说压力

更大。针对这些贫困家庭和儿童，国家已经出台了

一些资产审查式的补贴，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贫困

家庭在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支出。但可能因为手续

繁琐，许多家庭不得不放弃这一权利。如何落实这

些政策，可能需要进一步考量。
( 二) 时间弥补

生育是一种社会功能，所有的女性都应该得到

充分的生育保护，这是女性的基本劳动权利。中国

唯一法定产假覆盖面有限。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估

算，中国产假的法定覆盖面是 10% －32%［70］，属于覆

盖面比较低的国家之一［71］。政府应该考虑扩大法定

产假的覆盖面，把占女性就业人口一半以上的非正规

就业和从事农业生产的女性纳入保护之中，保证生育

不会威胁到其经济安全和就业安全。这些女性群体

本来就是就业女性中最为脆弱的群体。
中国现在的全国法定产假延长到 98 天，只达到

了国际劳工组织 182 号公约的最低要求，而且没有法

定育儿假。14 周的假期不足以让母亲陪伴年幼的孩

子，以及维持母乳喂养。虽然各省级区域都根据具体

情况延长了产假，但为了避免地域性歧视，政府应该

考虑延长全国性的法定产假，至少可以延长到 4． 5 个

月，同时考虑出台育儿假的可能。12 个月的亲职假可

能是较为合适的假期长度，既不会对育儿造成负面影

响，也不会对女性未来工作收入有较大的负面作用［72］。

中国没有全国统一的法定陪产假。各省级层面

的陪产假，更多是作为一种照顾孕产妻子的假期，而

不是推动男性参与照顾新生儿。国家应该制定全国

法定的陪产假，表明国家鼓励男性育儿的态度，推动

家庭领域中男性生命历程“女性化”的可能，这既有

利于性别平等，也有利于孩子成长。具体时间可以

根据各省级区域执行的情况，协商一个能够为官方

接受的时间长度。如果国家能够出台育儿假，应该

也规定男性享有同样的权利，同时规定不可转让的

“父亲配额”，推动父亲参与育儿。
( 三) 托育服务

埃斯平认为，普遍可得的高品质的托育是未来社

会保持平衡和稳定的基础，这不仅能够成为促进女性

就业的手段，还可以对儿童进行社会投资，为国家未

来经济社会发展打下基础［16］(PP98－99)。中国在 2010 年

之后才开始逐步介入 3－6 岁儿童的早期教育和 0－3
岁儿童的保育体系。为了进一步构建完善的儿童托

育体系，首先，国家应该考虑如何把儿童托育和假期

政策相衔接，也就是说儿童能够入托入园的时间就

是父母亲职假结束的时间。其次，在给低收入家庭

儿童提供儿童托育服务的同时，通过财政、就业等政

策来减少家庭贫困，增强早期儿童教育和照顾“去家

65



庭化”所带来的效果。
要建构普遍可得的高品质的托育体系，国家的

投入是不可缺少的。目前而言，政府在这方面投入

不足。一方面，国家应该加大相应投入; 另外一方

面，可以考虑减少儿童托育服务成本。可供选择的

方法包括: 提高师生比，建立团队教学，公私合营的

“半市场化”( quasi-market) 方法，或者政府完全放开

管制，把儿童托育服务留给开放的、放松管制的市

场。至少到目前为止，政府完全放开管制模式的结

果令人担忧［73］。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一旦政府脱离这

个体系和完全放松监管，最后就会导致托育服务的市

场化。反过来，政府参与程度减弱的结果就是服务碎

片化、品质下降以及获得服务和结果的不平等。
中国现有的儿童托育体系被分成两部分: 0－3

岁保育体系，属于卫健委管理; 3－6 岁学前教育体

系，属于教育部管理。但是，两个体系都缺乏完善和

积极的治理结构。OECD 等国家的相关经验表明，

儿童托育体系的积极治理结构能够持续地改善服务

的可获得性和品质。为了建构这种治理结构，必须

在中央政府层面设定一个统一的机构，负责整个儿

童托育服务体系的运作，这个机构应该在法律上得

到认可、在经费使用上得到财政部门的支持。只有

建立这种上下一体的政策实施机构，才能持续改善

儿童托育服务供给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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